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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心理援助热线自杀高危来电的即刻干预效果，并探讨影响干预效果的相关因素。方法

将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于 2020年 1月 25日至 6月 30日接听的来电中自杀高危者纳入研究。该热线按自杀高

危相应流程及原则对来电者干预，同时收集其抑郁程度、慢性生活事件等心理社会特征，并在每通电话接听之

初及通话结束前，对来电者是否处于自杀高危状态以及痛苦程度、想死程度、希望程度进行两次评估，以干预前

后评估结果的变化作为即刻干预效果。结果 共纳入 433例自杀高危来电者，经干预后，322例（74.4%）来电者

不再处于自杀高危状态。严重抑郁情绪是自杀高危来电者接受电话干预后依然高危的独立危险因素（OR=

1.83，95%CI：1.06~3.15）。控制人口学等变量后，亲友自杀史、慢性生活事件及严重抑郁情绪与来电者痛苦和想

死程度的减分值有关（P<0.05）。结论 心理援助热线对自杀高危来电者的干预有明显效果，有严重抑郁情绪的

来电者干预效果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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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es of the immediate effectiveness of crisis intervention for high suicide risk callers of Beijing
psychological support hotline. ZHANG Ruoyun, TONG Yongsheng, ZHAO Liting, WU Mengjie, WANG Cuiling,
WANG Jiao. Beijing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Center, Bei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 WHO Collaborating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Suicide Prevention, Peking University Huilongguan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Beijing 100096, China. Tel: 010-83024448.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immediate effectiveness of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explore correlates of the
effectiveness for high suicide risk callers of Beijing Psychological Support Hotline. Methods From Jan 25th to Jun 30th
in 2020, all the eligible callers of Beijing Psychological Support Hotline assessed as high suicidal risk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each call, whether the caller at high suicidal risk or not, and the degree of
hopefulnes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intention to die of the caller, were evaluated separately. The immediate
effectiveness of crisis intervention was defined as whether the caller was still assessed as high suicidal risk, and the
changes of the scores of hopefulnes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intention to die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ing
evaluation The correlation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uicide risk callers and the immediate effectiveness were
analyzed. Results Four hundred and thirty three callers assessed as high suicidal risk were recruited, and 322 of whom
were not at high suicide risk after receiving crisis intervention. Severe depression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he
callers who were still at high suicidal risk after receiving intervention (OR=1.83, 95%CI: 1.06~3.15). After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s and other variables, the suicide history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chronic life events, and severe depression
were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intention to die (all P<0.05). Conclusion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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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全球自杀率虽然下

降，但每年仍有 80 万人死于自杀，我国居民的自

杀问题依然严峻 [1-2]。 心理热线在自杀危机干预中

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3-5]，且干预效果显著 [6-9]。 北

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自 2002 年开通以来，接听了来

自全国超过 40 万个求助来电，其中大部分来电者

存在自杀意念甚至自杀行为 [9]。 有研究结果显示，

心理热线的自杀高危来电者死亡念头越强烈，干

预效果越差 [6-7]，心理热线来电者其他心理社会特

征，如严重抑郁情绪、既往自杀未遂史、亲友自杀

史、 急性或慢性生活事件等也可能与其自杀风险

有关 [10-14]。 近期国内研究发现，心理援助热线接线

员的干预过程质量与自杀高危来电者干预后 3 个
月内的自杀行为风险有关 [9]。 然而，国内尚无研究

探讨电话干预的即刻效果与自杀高危来电者哪些

心理社会特征有关。 本研究对此问题展开深入探

索， 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心理援助热线干预方案

提供依据， 以期更有效地降低自杀高危者的自杀

危险程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定义来电者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即为自杀高危 [8]：①来电前或接电中刚刚实施
自杀行为；②有自杀计划即将实施（72 h 内）；③有
自杀计划近期可能实施（1 周内）。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自 2020 年 1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共接听来电 14799 通，纳入其中自杀高

危来电者分析。 纳入标准： ①因本人心理问题来
电；②来电者的人口学资料、心理社会特征、干预

效果等数据相对完整；③评估为自杀高危者。 排

除标准 ：①无效来电 （如沉默 、骚扰或通话不足

10 min 等）；②重复来电。 对于同一名来电者如多

次来电被评估为自杀高危， 选择数据变量最全的

一次分析，若变量数目相同，则选择时间最早的一

次来电。最终纳入 433 例自杀高危来电者。研究对

象获取过程见图 1。

1.2 研究方法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建立了呼叫

和工单系统。接线员在接听电话过程中，根据系统

的提示采集数据，实施电话干预，并填写工单。系统

服务器自动记录并保存数据。 所有通话自动录音，

来电者对录音知情同意。本研究经伦理委员会审批

同意后从系统中提取指定时间段和变量的数据。

1.2.1 电话干预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在接电过程

中，如果接到自杀高危来电，按自杀高危相应流程

及原则处理。主要流程和原则是：接线员要保持冷

静和倾听；确认来电者当下的安全；劝说来电者离

开危险地点或扔掉自杀工具；预约随访，约定接到

热线随访之前不做伤害自己的行为；若来电者情况

比较严重，鼓励其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若来电者

已经实施自杀行为，需让其尽快至急诊科就诊 [8-9]。

所有接线员均有心理咨询或精神科学习和工作背

景， 上岗前接受 3 个月关于热线心理咨询基本技
能、自杀高危来电处理原则和技巧等内容的培训，

上岗后每个月随机抽取每名接线员 2 通电话干预
录音，进行质量评估和督导。

1.2.2 即刻干预效果 在每通电话接听之初及通话

结束前， 对来电者是否处于自杀高危状态以及痛

图 1 自杀高危来电筛选流程图

intervention delivered by the Psychological Support Hotline can reduce the degree of callers' suicide risk, while severe
de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outcomes of hotline-based crisis intervention for high suicide risk caller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support hotline Suicide Crisis intervention Corre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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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程度、想死程度、希望程度进行评估。 即刻干预

效果指接受干预后来电者是否依然为自杀高危状

态（主要效果指标），以及电话干预前后希望、痛苦

及想死程度的变化值（次要效果指标）。痛苦、想死

程度分数差值<0，或希望程度分数差值>0 表明有
所改善。

每通来电前 10 min 左右的接听过程中，以及

完成电话干预后挂断电话之前， 接线员要按照规

定的方式提问：“假如 ‘0’ 代表完全没有痛苦 ，

‘100’ 代表痛苦最严重， 您目前的痛苦程度有多

大”（评估痛苦程度）；“如果‘0’代表根本不想死，

‘100’代表真的想死，您现在的想死程度有多大”

（评估想死的强烈程度）；“假如‘0’代表完全没有
希望，‘100’代表希望最大，您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有多大”（评估希望程度）[9]。 接线员根据了解到的

有关信息，判断来电者是否属于自杀高危（判断标

准如前述）。

根据干预之后来电者是否仍处于自杀高危将

来电者分为缓解组（不再高危）和非缓解组（依然

高危）。

1.2.3 来电者人口学资料及心理社会特征 在接电

过程中，接线员询问来电者年龄（≤17 岁、18~23
岁、≥24 岁）、性别、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初

中以上）、婚姻状况（未婚、已婚、其他（离婚、分居

或丧偶））、工作状况（在校学生、在职、无工作（失

业或退休））等社会人口学资料。

收集可能与即刻干预效果有关的 9 个心理社
会特征：①抑郁程度，使用抑郁症诊断筛查量表 [15]

评估来电者抑郁症状， 将抑郁程度按中位数划分

为二分类变量， 总分≥75 分为严重抑郁情绪；②
物质滥用，询问来电者在近 1 年内有没有随便、过

分、连续 3 个月以上使用精神类药物，及有无用过

毒品， 或在近 1 年中有没有超过 4 次醉酒并对其
工作、生活、学习等产生影响；③严重躯体问题，来

电者是否患有对目前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的身体疾

病或身体残疾；④既往自杀未遂史，来电者既往是

否有过以死亡为目的自伤或自杀行为； ⑤慢性生
活事件， 来电者是否有长期严重影响其精神或心

理的事件，如家庭矛盾、感情不和、经济负债、工作

学习压力等；⑥急性生活事件，来电者在近 1 个星
期之内是否遇到对其有严重影响的事情； ⑦被虐
待史， 来电者从主观评估是否遭受过性或身体方

面的虐待， 且在近 1 个月内该事件对自己是否有
严重影响；⑧害怕被攻击，来电者最近 1 个月内是
否担心别人会对自己有身体上的攻击； ⑨亲友自
杀史， 来电者的亲属或其他认识的人当中是否有

实施过自杀行为的人。

接线员还根据来电者的诉说， 判断来电的主

要问题，分为以下 6 类：①家庭问题；②非家庭关
系问题，包括失恋、与朋友矛盾、与其他人不和等；

③工作问题；④学习问题；⑤经济问题，包括经济

困难、投资失败等；⑥其他负性事件，包括本人患

急重病等 [10-11，16]。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 缓解

组和非缓解组心理社会特征比较采用 χ2检验。 控

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

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来电者接受干预后依然处
于自杀高危状态的相关因素，采用 backward 法筛
选自变量。 以希望、痛苦、想死程度的干预前后差

值分别作为因变量，通话时间、来电主要问题及 9
个心理社会特征作为自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为协变量，使用单因素

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干预效果的相关因

素， 采用 stepwise 法筛选自变量 。 检验水准 α=
0.05，双侧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最终纳入 433 例自杀高危来电者，

其中女性 285 例 （65.8％ ），平均年龄 （21.0±7.1）
岁，其中 10~17 岁者 168 例（38.8%）。 133 例近期
可能实施自杀行为 ，200 例即将实施自杀行为 ，

100 例刚刚或正在实施自杀行为。 见表 1。
2.2 干预效果 在对 433 例自杀高危来电进行干
预后 ，有 322 例 （74.4%）不再高危 （缓解组 ），111
例（25.6%）依然高危（非缓解组）。 干预后，来电者

想死程度得分（t=-21.28，P<0.01）和痛苦程度（t=
-18.73，P<0.01）得分明显下降 ，希望程度得分上

升（t=10.42，P<0.01）。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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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组

非缓解组

322

111

228（70.8%）

57（51.4%）

≤17 岁

140（43.5%）

28（25.2%）

年龄 1)

18~23 岁

101（31.4%）

33（29.7%）

≥24 岁

81（25.2%）

50（45.0%）

初中及以下

150（46.6%）

42（37.8%）

初中以上

172（53.4%）

68（61.3%）

未婚

288（89.4%）

91（82.0%）

婚姻状况

已婚

23（7.1%）

14（12.6%）

其他

11（3.4%）

6（5.4%）

表 3 自杀高危来电者干预后缓解组与非缓解组各因素比较

受教育程度
组别 女性 1)n

缓解组

非缓解组

在校学生

176（54.7%）

37（33.3%）

工作状况 1)

有工作

78（24.2%）

43（38.7%）

无工作

68（21.1%）

30（27.0%）

家庭

问题 2)

139（43.2%）

33（29.7%）

非家庭关

系问题

83（25.8%）

31（27.9%）

经济

问题

27（8.4%）

15（13.5%）

工作

问题

8（2.5%）

2（1.8%）

学习

问题

14（4.3%）

2（1.8%）

其他负性

事件

19（5.9%）

5（4.5%）

严重抑郁

情绪

141（43.8%）

49（44.1%）

物质

滥用

55（27.1%）

15（13.5%）

组别

缓解组

非缓解组

既往自杀

未遂史

207（64.3%）

54（48.6%）

慢性生活

事件

215（66.8%）

67（60.4%）

急性生活

事件

179（55.6%）

54（48.6%）

严重躯体

问题

31（9.6%）

8（7.2%）

被虐

待史

79（24.5%）

17（15.3%）

害怕被

攻击

86（26.7%）

17（15.3%）

亲友自

杀史 2)

166（51.6%）

37（33.3%）

近期可能实施

90（28.0%）

43（38.7%）

即将实施

137（42.5%）

63（56.8%）

刚刚实施

95（29.5%）

5（4.5%）

组别
干预前自杀行为

1）缓解组与非缓解组比较，经 检验，P<0.01；2）缓解组与非缓解组比较，经 检验，P<0.05。

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工作状况

心理社会特征

主要问题

类别

女性

男性

≤17 岁

18~23 岁

≥24 岁

初中及以下

初中以上

未婚

已婚

其他（离婚、分居或丧偶）

在校学生

在职工作

无工作（失业或退休）

严重抑郁情绪

严重躯体问题

慢性生活事件

急性生活事件

物质滥用

既往自杀未遂史

亲友自杀史

被虐待史

害怕被攻击

家庭问题

非家庭关系问题

经济问题

工作问题

学习问题

其他负性事件

n(%)

285（65.8%）

148（34.2%）

168（38.8%）

134（30.9%）

131（30.3%）

192（44.3%）

240（55.4%）

379（87.5%）

37（8.5%）

17（3.9%）

213（49.2%）

121（27.9%）

98（22.6%）

190（43.9%）

39（9.0%）

282（65.1%）

233（53.8%）

70（16.2%）

261（60.3%）

203（46.9%）

96（22.2%）

103（23.8%）

172（39.7%）

114（26.3%）

42（9.7%）

10（2.3%）

16（3.7%）

24（5.5%）

表 1 433例自杀高危来电者的人口学特征、心理社会特征和主

要问题

2.3 自杀高危来电者缓解组与非缓解组比较 缓

解组与非缓解组性别（χ2=13.89，P<0.01）、年龄（χ2=
17.95，P<0.01）、工作状况（χ2=15.19，P<0.01）、家庭
问题（χ2=6.23，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4 自杀高危来电者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2.4.1 主要效果指标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女性（OR=0.47，95%CI：0.27~0.83）或有亲友自
杀史（OR=0.47，95%CI：0.27~0.81）来电者在接受
电话干预后依然高危的可能性更低， 有严重抑郁

情绪来电者依然处于自杀高危状态的可能性更高

（OR=1.83，95%CI：1.06~3.15）。 见表 4。
2.4.2 次要效果指标 控制人口学变量， 多因素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提示， 来电者接受干预后想死程

度分差值与慢性生活事件（β=-0.12，P=0.03）和亲
友自杀史（β=0.14，P=0.01）相关联，与急性生活事

件的正向关联趋近于有统计学意义 （β=0.11，P=
0.05）。 而干预后痛苦程度分差值与严重抑郁情绪
（β=-0.14，P=0.02）和亲友自杀史（β=0.11，P=0.04）
相关联。 自杀高危来电者接受电话干预后希望程

度分差值与各因素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见表 5。

维度

想死程度

痛苦程度

希望程度

干预前

82.79±19.04

88.58±16.49

11.76±18.77

干预后

44.03 ±37.891)

62.23±29.601)

24.23±27.641)

差值

-37.60±34.71

-25.61±26.34

11.88±21.98

表 2 自杀高危来电者干预前后希望和想死、痛苦程度变化情况

1）与干预前比较，经配对 t 检验，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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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自杀高危来电者经干预后想死程度、痛苦程度和希望程度变化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想死程度

分差值（n=323）

痛苦程度

分差值（n=318）

希望程度

分差值（n=371）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工作状况

亲友自杀史

慢性生活事件

急性生活事件

害怕被攻击

经济问题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工作状况

严重抑郁情绪

亲友自杀史

家庭问题

学习问题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工作状况

家庭问题

经济问题

β

-0.17

-0.18

-0.09

-0.08

-0.18

0.13

-0.09

0.12

0.15

-0.12

-0.11

-0.23

-0.12

-0.09

-0.18

-0.12

0.09

0.11

0.12

-0.19

-0.28

-0.27

-0.14

-0.10

0.14

-0.11

P

<0.01

<0.01

0.07

0.14

<0.01

0.02

0.09

0.04

<0.01

0.02

0.04

<0.01

0.03

0.09

<0.01

0.03

0.09

0.03

0.02

<0.01

<0.01

<0.01

<0.01

0.05

<0.01

0.03

β

-0.10

-0.04

-0.08

0.02

-0.08

0.14

-0.12

0.11

-

-

-0.08

-0.15

<0.01

0.02

-0.03

-0.14

0.11

-

-

-0.15

-0.18

-0.16

-0.05

0.12

-

-

P

0.10

0.65

0.25

0.77

0.30

0.01

0.03

0.05

-

-

0.15

0.10

0.98

0.74

0.65

0.02

0.04

-

-

0.01

0.04

0.01

0.36

0.10

-

-

因变量 自变量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注：单因素无统计意义的自变量未列入表格。 多因素分析中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 -：未进入回归模型。

表 4 自杀高危来电者经干预后依然高危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n=350）

影响因素

女性

年龄（以≤17 岁为参照）

18~23 岁

≥24 岁

初中以上学历

婚姻状况（以未婚为参照）

已婚

其他

工作状况（以在校学生为参照）

在职工作

无工作

严重抑郁情绪

亲友自杀史

B

-0.76

-0.09

0.21

0.34

-0.32

-1.36

0.49

0.10

0.60

-0.76

Wald

6.82

0.04

0.14

1.04

0.38

1.45

1.06

0.04

4.71

7.50

P

<0.01

0.85

0.71

0.31

0.54

0.23

0.30

0.83

0.03

<0.01

调整后的 OR（95%CI)

0.47（0.27~0.83）

0.92（0.38~2.24)

1.24（0.40~3.82)

1.40（0.73~2.69）

0.73(0.27~1.98)

0.26(0.28~2.35)

1.64(0.64~4.19)

1.10(0.45~2.68)

1.83(1.06~3.15)

0.47(0.2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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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热线电话是最便捷 、最广泛的心理干预方

式 [3，8-10，12-13，16]。 本研究结果提示，经过心理援助热

线的电话干预后， 超过 70%的自杀高危来电者不
再处于自杀高危状态， 其痛苦和想死的强烈程度

均有明显缓解，对未来的希望程度有所提升。来电

者的某些特征，如性别、是否有急性和慢性生活事

件或严重的抑郁情绪， 以及亲友既往自杀行为史

等，均与电话干预的即刻效果有关联。

既往研究显示， 热线电话干预可减轻自杀高

危者的自杀意念，缓解其实施自杀的急迫性 [5，7-8]，

降低痛苦感，提升对生活的希望感 [5，14]。 此外，慢性

生活事件与严重抑郁情绪是自杀行为发生的独立

危险因素 [12，17-18]。 本研究结果与前述研究的结果基

本一致 [6，8]。 本研究中，超过 60%的自杀高危来电
者有慢性生活事件，40%以上存在严重抑郁情绪，

且这些来电者接受电话干预后的效果相对较差。

一般而言， 慢性生活事件和严重的抑郁情绪不可

能通过一次干预就能完全解决， 因此需要持续性

的干预方案， 通过较长时间的干预来降低这些来

电者的自杀风险。然而需注意的是，虽然对有慢性

生活事件及严重抑郁情绪的自杀高危来电者的干

预效果不明显，但并不代表完全没有效果（缓解组

有 66.8%的来电者有慢性生活事件，43.8%的来电
者有严重抑郁情绪）。热线需要即时干预和持续性

干预方案并存， 以期更有效地帮助来电者降低自

杀风险。

亲友自杀史是自杀意念和行为的重要独立危

险因素 [13，17-18]，并与来电者多次自杀行为的发生有

关 [12]。 有研究推测，亲友自杀史像是一种长期“素

质”，其潜在机制是行为模仿学习，有亲友自杀史

者将自杀行为作为对负性生活事件的长期应对方

式，而非其具有更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 [18]。 本研究

结果提示， 有亲友自杀史的自杀高危来电者接受

电话干预效果更好。 这一结果与本课题组此前的

研究结果 [18]实质上相一致。 有亲友自杀行为史的

自杀高危来电者未必是因为面临无法解决的困难

或者具有严重的精神问题， 其自杀高风险更多是

来自于不合理的应对， 因此通过电话干预获得了

相对较好的效果。然而并不能忽视该类人群，因为

本研究只关注干预后的即刻效果， 长期效果并不

明确。

既往自杀高危来电者以精神心理问题最多

见，家庭关系问题其次 [8，11]。 本研究中自杀高危来

电者最常见的主要问题却是家庭问题。 其中可能

的原因包括：①本研究期间是国内“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 疫情比较严重的阶段， 人们以居家隔离为

主，家庭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大幅增加；②
有研究表明与父母吵架是诱发青少年自杀最常见

的生活事件 [19]，本研究的自杀高危来电者中，未成

年人数接近 40%， 学生接近 50%， 暴露于家庭相

关问题的可能性更为突出。 有研究阐述涵盖家庭

成员关系在内的社会支持差可能是自杀行为的危

险因素 [20-21]。 本研究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发现， 自杀高危来电者经过干预后其自杀风险是

否依然高危与家庭问题这一变量无显著相关性。

可能因为家庭问题等来电主要问题只是来电者拨

打热线的诱发因素， 不是其产生自杀风险的根本

原因。今后的热线评估和干预中，不能仅关注来电

者诉说的主要问题， 应重视评估来电者与自杀相

关的心理社会特征， 以便通过热线干预真正降低

来电者的自杀风险。

本研究结果表明， 心理援助热线可以降低来

电者的自杀风险，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详细评估来

电者的心理社会特征， 对于有严重抑郁情绪和慢

性生活事件的来电者， 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

施，提高干预效果。

本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由于热线时

间有限，无法将所有问题都纳入评估，如无法全面

评估精神症状， 可能会低估精神问题与自杀干预

即刻效果之间的关联。其次，本研究仅针对热线干

预的即时效果，没有开展随访研究，探讨电话干预

后的长期效果。再者，来电者是否有心理社会问题

及其严重程度均依靠来电者的自我报告， 数据准

确性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最后，本研究覆盖

的时间段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比较严重的

阶段， 无法排除疫情对来电者心理问题的潜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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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未来研究方向可通过随访，评估热线对自杀高

危来电者的近期、长期干预效果，为心理援助热线

的人员培训、服务技能和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以更好地发挥心理援助热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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